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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质量、不完全契约与贸易产品质量 

余淼杰、崔晓敏、张睿① 

 

摘要：司法质量的提高增大了违约成本，从而使得一国在出口合约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

势。本文采用 Feenstra 和 Romalis（2014）的方法准确测算了一国不同产品的进出口质量水

平，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司法质量和平均出口质量正相关，但司法质量更高的国家在

出口合约密集型产品上并不具有质量意义上的比较优势；2）司法质量更高的国家在进口合

约密集型产品上具有质量意义上的比较优势；3）进口国司法质量是影响合约密集型产品相

对贸易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出口国司法质量则主要影响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贸易数量。本

文的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同时在考虑了司法质量潜在的内生性之后依然成立。

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对比较优势在贸易产品质量方面作用机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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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cial Quality, Incomplete Contract, and Product Quality of Traded Goods 

 

Abstract 

Higher judicial quality increases the costs of contract violations and generates a country’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producing contract-intensive goods, whose production procedures heavily 

rely on contract enforcement. This paper estimates country-level import and export quality for each 

goods using Feenstra and Romalis (2014) approach and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s that: 1) judicial 

quality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verage export quality, but a country with higher judicial quality 

does not exhibit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exporting contract-intensive goods in terms of quality; 2) 

a country with higher judicial quality does exhibit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importing contract-

intensive goods in terms of quality; 3) importer’s judicial quality is a key determinant of relative 

quality of trade for contract-intensive goods, while exporter’s judicial quality is more relevant for 

relative quantity of trade for contract-intensive goods. Our results are robust to measurements, 

specifications, and potential endogeneity. This paper helps exte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to the 

quality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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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制度如何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有大量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而新世纪以来

的实证研究则直接关注不同制度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如 Acemoglu 等（2001）。随着这方

面研究的深入，“制度”和“经济发展”这两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被进一步具体化。一方面，制度

水平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司法质量，即司法系统运行的效率和可靠性，司法质量的高低直接影

响在一个国家的违约成本；另一方面，一国的国际贸易状况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而由于

高收入的国家往往消费和出口高质量的产品，因此贸易产品的质量也成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

的重要标志（Khandelwal，2010）。以往的研究中，由于产品质量难以观测，因此涉及产品质

量的研究相对较少；近年来随着贸易产品质量测算方法的发展，和微观数据的逐步可得，关

于质量的文献逐渐增多。 

本文从产品质量的视角出发，探究一国司法质量对其国际贸易的影响。目前的实证研究

已开始关注司法质量对于贸易的影响，但多基于比较优势的视角研究一国的司法质量如何影

响其出口额大小。不同于已有的研究，本文则关注司法质量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从而提出司

法质量影响国际贸易的一个新机制。此外，相比于以往研究多关注司法质量对一国出口的影

响，本文还强调司法质量对一国进口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较为全面地刻画了司法质量如何影

响进出口产品质量，并发现司法质量较高的国家所出口的合约密集型产品（即在生产过程中

更加依赖良好司法环境的产品）的相对质量并不更高，但司法质量较高的国家所进口的合约

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质量则显著更高。因此司法质量较高的国家在进口合约密集型产品上具有

质量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出口国的司法质量则主要影响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贸易数量。 

司法质量如何影响国际贸易？最早研究司法质量对贸易影响的文献（Berkowitz，2006；

Levchenko，2007；Nunn，2007；等）大多从比较优势的观点出发。要从这一角度理解司法

质量的影响，首先需要认识到不同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对于司法质量的依赖是不同的。产品

在生产过程中依赖司法质量的程度，与产品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定制化投入品（customized 

inputs）的成本份额密切相关。举例而言，生产面粉所需要的大部分投入品是高度同质化的

（如小麦）；与之相反，生产汽车所需的大部分投入品则是高度定制化的（如引擎、轴承、

离合器等）。具体而言，这类产品对投入品的特征有的特定要求，且定制化投入品占生产成

本的份额也很大。由于投入品的高度定制化特征，汽车厂商往往通过合同委托上游供应商生

产符合自身要求的定制化投入品。 

上游供应商需要通过专用性投资（relationship-specific investment）来进行定制化投入品

的生产。专用性投资越多，则相应投入品生产成本越低、质量越好。由于投入品高度定制化，

难以在市场上进行转卖，故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显著低于生产商。因此当一国司法质量较

差、违约成本较低时，生产商有较强的动机在供应商进行专用性投资，产出定制化投入品之

后违反合同，重新谈判以进一步压低购买价格，产生“敲竹杠”（hold-up）的问题，使得议价

能力低的供应商蒙受损失。这种情况下，上游供应商事前进行专用性投资的动机被抑制，产

生投资不足的现象，导致生产定制化投入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因此司法质量较低的国家在生

产定制化投入品份额较高的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以上论述说明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依赖司法

质量的程度与相应定制化投入品的成本份额密切相关。因此通常将定制化投入品的成本份额

定义为“合约密集度”（contract intensity），反映这类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对司法质量的依赖程

度。因此良好的司法质量可作为一种生产禀赋，产生一国在生产合约密集度高的产品上的比

较优势。 

比较优势逻辑被早期研究作为司法质量影响贸易的主要作用机制。Levchenko（2007）

在不完全合约的理论框架设定下，将这一逻辑模型化。实证研究方面，Berkowitz 等（2006）

基于 Rauch（1999）的分类将产品划分为差异化和同质化产品，发现出口国（进口国）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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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水平对差异化产品的双边贸易流有正向（负向）影响，而对同质化产品则与异质化产品相

反。Nunn（2007）则通过投入产出表和 Rauch（1999）的分类，构造更加准确的合约密集度

指标。他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传统的比较优势变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其他可能的

影响变量之后，司法质量更高的国家在出口合约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且这一

比较优势的影响大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变量。 

后续研究则多在 Nunn（2007）的实证框架下向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进行拓展。Ma 等

（2010）利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发现若企业所处的司法环境越好，则这类企业在合约

密集型行业上相对出口更多。Li 等（2012）则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发现，若企业所处

省份的司法质量越好，则这些企业在合约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Feenstra 等

（2012）利用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司法质量对不同出

口模式（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和不同所有制（内资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企业出口

的异质性影响。他们发现司法质量的比较优势效应在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出口企业中更加明

显。这些研究在微观企业层面上进一步证实了 Nunn（2007）的发现。 

Essaji 和 Fujiwara（2012）和本文研究最为密切相关。他们利用美国的进口数据，发现

司法质量更高的国家具有在合约密集型产品上出口高质量产品的比较优势。他们的研究样本

为出口到美国的所有国家的产品质量，无法刻画不同目的国市场司法质量对进口产品质量的

影响。本文在 Essaji 和 Fujiwara（2012）的基础上，整理了双边国家、SITC4 位产品码贸易

品的质量数据，并发现司法质量是影响一国合约密集型进口品相对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其对

合约密集型出口品相对质量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 

此外，Essaji 和 Fujiwara（2012）的研究利用了 Khandelwal（2010）提出的需求面方法

测算进口产品质量。正如 Feenstra 和 Romalis（2014）指出的，Khandelwal（2010）在偏好

为 nested Logit 形式的假设下，仅利用需求面的价格和数量信息估计需求函数，将估计残差

作为进口产品质量的估计值，所得到的质量估计值依赖于对于供给面的假设，因此估计的结

果不甚稳健。而目前在国际贸易实证领域较为流行的需求面质量估计方法，还包括

Khandelwal 等（2013）和 Fan 等（2015），他们在偏好为 CES 形式下加入消费者对于产品质

量的偏好，同样通过估计需求函数，将残差作为出口产品质量的估计值，这一方法的最大问

题在于得到的产品质量估计值在跨年和跨国的意义上不可比，因而也为产品质量的比较带来

困难。此外以往研究中还常用产品的单价代表产品质量（如 Manova 和 Zhang，2012），但单

价包含了许多质量以外的信息，因此使用单价作为质量的代理变量可能造成估计偏差。本文

利用 Feenstra 和 Romalis（2014）提出的测算方法估计一国在不同产品上的进出口产品质量，

该方法同时考虑需求面和供给面因素的影响，较为稳健，且得到的质量指数在跨国意义上可

比，从而便于实证分析。 

总体而言，现有关于司法质量影响贸易的研究，多利用检验比较优势的实证策略关注司

法质量对于出口额的作用。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拓展创新： 

第一、进一步厘清司法质量影响贸易的经济机制。相比于单纯关注贸易额，本文将主要

关注司法质量如何影响不同合约密集度产品的质量，将司法质量对一国比较优势影响的研究

拓展到产品质量的维度。以往研究发现，一国良好的司法质量可以提升该国在出口合约密集

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本文进一步研究这一比较优势是否体现在质量上。即若一国司法质量

较高，那么该国所出口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质量是否也更高。这有助于解释良好的司法质

量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内在机制和原因。 

第二、以往研究大多只关注司法质量对于出口的影响，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司法

质量对进口的影响。具体来说，若一国的司法质量较高，一方面该国的整体市场环境对合约

密集型产品的质量要求应该更高，另一方面良好的司法质量有助于降低企业间“敲竹杠”的

风险、促进定制化投入品的生产，因此进口到该国的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质量也应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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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司法质量较高的国家在进口合约密集型产品上应具有质量意义上的比较优势。这同

样有助于揭示司法质量如何通过产品质量这一维度影响一国的贸易情况。 

第三、本文利用 Feenstra 和 Romalis（2014）提出的方法测算贸易产品的质量。这一方

法的优点在于同时利用和供给和需求信息，更加稳健地估计产品质量。与之相比，需求面方

法仅利用需求面信息估算产品质量（如 Khandelwal，2010），其估算值依赖于对供给侧的假

设，从而对于产品质量的估计可能并不稳健。 

本文利用 1997 年 SITC 第二版 4 位码的双边贸易数据，测算产品质量，并有以下的实

证发现：1）司法质量与一国平均出口质量正相关，但司法质量较高的国家所出口的合约密

集型产品的相对质量并不更高；2）司法质量较高的国家所进口的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质

量则显著更高，因此司法质量较高的国家在进口合约密集型产品上具有质量意义上的比较优

势；3）进口国司法质量是决定合约密集型产品相对贸易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出口国的司法

质量则主要影响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贸易数量。本文的实证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

验，并且在考虑了司法质量可能的内生性之后依然成立。本文行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

实证策略和关键变量的构造；第三部分描述数据特征以及司法质量影响贸易产品质量的直观

证据；第四部分呈现实证结果，进行各种稳健性检验，探讨司法质量影响一国合约密集型进

口品相对质量的具体机制，并利用工具变量回归解决司法质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第五

部分总结全文。 

 

二  实证策略与变量构造 

本部分首先介绍本文的实证策略——研究司法质量如何对一国的进出口贸易产品质量

产生影响；其次，介绍主要关键变量的度量，包括贸易产品质量、合约密集度和司法质量等。 

 

（一）实证策略 

根据式（2.1.1），初步识别司法质量对一国进出口贸易产品质量的影响： 

𝑙𝑛(𝑦𝑖𝑔) = 𝛽1 ∙ 𝑄𝑖 + 𝛽2 ∙ 𝑋𝑖 + 𝛾𝑔 + 𝜀𝑖𝑔 … … (2.1.1) 

其中𝑙𝑛(𝑦𝑖𝑔)为国家 i SITC 第二版 4 位码产品 g 的出口质量或进口质量。𝑄𝑖为 i 国司法

质量指标。𝑋𝑖为一系列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劳均资本、银行私人信贷占 GDP

比重、人均 GDP 的对数等。𝛾𝑔表示产品层面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不同产品间的固定差异。

𝜀𝑖𝑔表示随机误差项。下文将详述国家-产品层面出口质量𝑄𝑒𝑖𝑔
̅̅ ̅̅ ̅̅ 、进口质量𝑄𝑖𝑖𝑔

̅̅ ̅̅ ̅̅ 、国家层面司法

质量𝑄𝑖的构造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估计（2.1.1）式的主要目的是描述司法质量与一国整体进出口产品质量

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并不区分司法质量对合约密集度不同产品贸易质量的影响，因此（2.1.1）

式的回归并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比较优势，而是着重描绘一个国家的平均进出口贸易产品质量

是如何随着司法质量而变化的。本文主要关注的回归式设定为（2.1.2）式： 

𝑙𝑛(𝑦𝑖𝑔) = 𝛽1 ∙ 𝑐𝑖𝑔 ∙ 𝑄𝑖 + 𝛽2 ∙ ℎ𝑔 ∙ 𝐻𝑖 + 𝛽3 ∙ 𝑘𝑔 ∙ 𝐾𝑖 + 𝛽4 ∙ 𝐸𝐹𝐷𝑔 ∙ 𝐹𝐷𝑖 

+𝛽5𝑋𝑖𝑔 + 𝛼𝑖 + 𝛾𝑔 + Ϛ𝑖𝑔 … … (2.1.2) 

其中𝑐𝑖𝑔表示产品 g 的合约密集度，而𝑐𝑖𝑔 ∙ 𝑄𝑖则为产品 g 合约密集度与 i 国司法质量的交互

项。ℎ𝑔和 𝑘𝑔分别为不同产品 g 的技术密集度和资本密集度；𝐻𝑖和𝐾𝑖分别为不同国家 i 的人

力资本存量和劳均资本存量。𝐸𝐹𝐷𝑔表示产品 g 的外部融资依赖度①，𝐹𝐷𝑖则表示国家 i 的金

融发展程度。𝑋𝑖𝑔表示其它国家-产品层面控制变量， α𝑖为国家层面固定效应，𝛾𝑔为产品层面

固定效应，以控制国家间和产品间固定差异的影响，Ϛ𝑖𝑔则为随机误差项。 

式（2.1.2）与以往研究一国出口比较优势的实证研究类似，通过引入国家和产品层面固

                                                             
① 由于无法获得 4 分位 SITC 产品的技术、资本密集度以及外部融资依赖度指标，在实证回归中本文采用

美国 IO 行业的相应指标作为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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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效应α𝑙和𝛾𝑔吸收所有进出口产品质量在国家和产品层面上的变动，进而本文主要关注变量

𝑐𝑖𝑔 ∙ 𝑄𝑖的系数𝛽1。该系数衡量了随着合约密集度的提高，一国司法质量对进出口贸易产品质

量的影响会如何变动，即一国进口（或出口）合约密集型产品在质量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实

证分析控制了传统比较优势（人力资本丰裕的国家在出口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

势，而物质资本丰裕的国家在出口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和金融发展层面的比

较优势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通过采用式（2.1.2）这一设定来研究司法质量较高的国家是否

在出口（或进口）合约密集型产品上具有质量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如前所述，一方面，司法

质量较高的国家，违约成本较高，因此有助于在事前缓解合约密集型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敲

竹杠”问题，有助于提高该国所生产的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质量，从而带来该国出口合约

密集型产品时在质量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司法质量较高的国家对产品的质量要求

可能会更高，有助于缓解产品质量不可观测所带来的“逆向选择”问题。而合约密集型产品

涉及到诸多定制化投入品，对市场环境的敏感度可能更高，因而司法质量提高，也将有助于

提高该国合约密集型进口品的相对质量。 

 

（二）关键变量构造 

1. 贸易产品质量 

本文利用 Feenstra 和 Romalis（2014）的方法衡量贸易产品质量，首先构造产品-出口国

-进口国层面的双边产品质量；其次，利用双边产品质量进一步构造产品-出口国和产品-进口

国层面的产品质量，用于后续的实证分析。本小节简要介绍构造产品质量的理论框架和方法，

详细的推导过程见附录 A。 

假设 k 国消费者面临来自不同出口国 i 的一系列差异化产品。k 国消费者的偏好由以下

（2.2.1）式定义的支出函数所刻画： 

𝐸𝑘 = 𝑈𝑘 [∫ (𝑝𝑖
𝑘/(𝑧𝑖

𝑘)𝛼𝑘
)

(1−𝜎)

𝑑𝑖
 

𝑖

]

1/(1−𝜎)

… … (2.2.1) 

其中𝑈𝑘为 k 国消费者通过消费差异化产品得到的总效用；𝑝𝑖
𝑘和𝑧𝑖

𝑘分别为 k 国消费者所

面对的由 i 国出口品的 CIF 价格和产品质量；𝜎为产品间的替代弹性；𝛼𝑘为刻画 k 国消费者

对质量偏好的参数，令𝛼𝑘 = 1 + 𝜆ln (𝑈𝑘)，则 k 国效用（收入）水平越高，对质量的偏好就

越明显。消费者的需求函数𝑞𝑖
𝑘可由（2.2.2）式定义： 

𝑞𝑖
𝑘 =

∂𝐸𝑘

𝜕𝑝𝑖
𝑘 =

∂𝐸𝑘

𝜕𝑃𝑖
𝑘 ∙

1

(𝑧𝑖
𝑘)

𝛼𝑘 … … (2.2.2) 

在供给层面，出口国 i 的企业 j 通过设定 FOB 价格𝑝𝑖𝑗
∗𝑘和产品质量𝑧𝑖𝑗

𝑘，最大化其利润。

利润最优化问题如下： 

max
𝑝𝑖𝑗

∗𝑘;𝑧𝑖𝑗
𝑘

[𝑝𝑖𝑗
∗𝑘 − 𝑐𝑖𝑗(𝑤𝑖 , 𝑧𝑖𝑗

𝑘 )]
𝜏𝑖

𝑘𝑞𝑖𝑗
𝑘

𝑡𝑎𝑟𝑖
𝑘  

其中𝜏𝑖
𝑘、𝑇𝑖

𝑘和𝑡𝑎𝑟𝑖
𝑘分别对应从价（ad valorem）贸易成本、单位（per-unit）贸易成本和关税，

且满足𝑝𝑖𝑗
𝑘 = 𝜏𝑖

𝑘(𝑝𝑖𝑗
∗𝑘 + 𝑇𝑖

𝑘)。𝑐𝑖𝑗(𝑤𝑖 , 𝑧𝑖𝑗
𝑘 )为生产质量为𝑧𝑖𝑗

𝑘产品的单位成本，其中𝑤𝑖为成本率。

令𝑐𝑖𝑗(𝑤𝑖, 𝑧𝑖𝑗
𝑘 ) = 𝑤𝑖(𝑧𝑖𝑗

𝑘 )1/𝜃/𝜑𝑖𝑗，其中𝜑𝑖𝑗为 i 国企业 j 的生产率。θ为刻画质量提升过程中规

模报酬递减效应的参数，且0 < 𝜃 < 1。求解企业的优化问题可得到质量𝑧𝑖𝑗
𝑘表达式（2.2.3）： 

ln(𝑧𝑖𝑗
𝑘 ) = 𝜃 [ln(𝜅1

𝑘𝑝𝑖𝑗
∗𝑘) − ln (

𝑤𝑖

𝜑𝑖𝑗
)] , 𝜅1

𝑘 =
𝛼𝑘𝜃(𝜎 − 1)

1 + 𝛼𝑘𝜃(𝜎 − 1)
… … (2.2.3) 

在企业生产率存在异质性的设定下，定义𝑋𝑖
�̂�和𝜑𝑖

�̂�为 i 国出口到 k 国零利润企业的出口

额和生产率；𝑀𝑖为 i 国潜在进入企业的数目。与 Melitz（2003）一致，i 国企业出口到 k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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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𝑓𝑖
𝑘， 

𝑓𝑖
𝑘 = (

𝑤𝑖

𝜑𝑖
�̂�

) (
𝑌𝑘

𝑝𝑘
)

𝛽0

𝑒𝛽′𝐹𝑖
𝑘
, 𝛽0 > 0 … . . (2.2.4) 

其中𝑌𝑘、𝑝𝑘为 k 国的总支出和价格指数，𝐹𝑖
𝑘则包含一系列影响固定成本的双边变量，包括

语言相似度等。 

给定进口国 k 和 SITC 第二版 4 位码产品 g，令全世界出口到 k 国产品 g 的平均质量为

𝑧𝑤𝑜𝑟𝑙𝑑,𝑔
𝑘̅̅ ̅̅ ̅̅ ̅̅ ̅̅ ，则可得到 i 国出口到 k 国相对于平均水平的质量𝑄𝑒𝑖𝑔

𝑘̅̅ ̅̅ ̅̅ 为①： 

ln(𝑄𝑒𝑖𝑔
𝑘̅̅ ̅̅ ̅̅ ) =

𝜅1𝑔
𝑘

(𝜎𝑔 − 1)
[(𝜎𝑔 − 1) ln(𝑝𝑖𝑔

𝑘̅̅ ̅̅ ) + ln(𝑝𝑖𝑔
∗𝑘̅̅ ̅̅ ) + 𝛽𝑔

′𝐹𝑖
𝑘 + 𝜎 ln(𝑡𝑎𝑟𝑖𝑔

𝑘 )]

− ln(𝑧𝑤𝑜𝑟𝑙𝑑,𝑔
𝑘̅̅ ̅̅ ̅̅ ̅̅ ̅̅ ) … … (2.2.5) 

其中𝑝𝑖𝑔
𝑘̅̅ ̅̅ 和𝑝𝑖𝑔

∗𝑘̅̅ ̅̅ 分别为 i 国出口到 k 国产品 g 的平均 CIF 价格和 FOB 价格。类似地，给定出口

国 i 和 SITC 第二版 4 位码产品 g，令 i 出口到全世界产品 g 平均质量为𝑧𝑖,𝑔
𝑤𝑜𝑟𝑙𝑑̅̅ ̅̅ ̅̅ ̅̅ ，则可得到 k

国从 i 国进口相对于平均水平的质量𝑄𝑖𝑖𝑔
𝑘̅̅ ̅̅ ̅̅ ②： 

ln(𝑄𝑖𝑖𝑔
𝑘̅̅ ̅̅ ̅̅ ) =

�̅�𝑔𝜃𝑔

(1 + 𝛾𝑔)
[(1 + 𝛾𝑔) ln(𝜅1𝑔

𝑘 𝑝𝑖𝑔
∗𝑘̅̅ ̅̅ ) − ln (

𝑋𝑖𝑔
𝑘

𝑡𝑎𝑟𝑖𝑔
𝑘 ) + 𝛽0𝑔 ln (

𝑌𝑘

𝑝𝑘
) + 𝛽𝑔

′𝐹𝑖
𝑘]

+ [
�̅�𝑔𝜃𝑔

(1 + 𝛾𝑔)
+

1

(𝜎𝑔 − 1)
] ln(𝜅2𝑔

𝑘 ) − ln(𝑧𝑖𝑔
𝑤𝑜𝑟𝑙𝑑̅̅ ̅̅ ̅̅ ̅̅ ) … … (2.2.6) 

在（2.2.5）和（2.2.6）的基础上，参照 Feenstra 和 Romalis（2014），我们利用 GEKS 加

总方法对不同国家的出口和进口质量之比进行加总，从而得到每个国家在每个 SITC 第二版

4 位码产品层面上的出口质量和进口质量，分别记为ln(𝑄𝑒𝑖𝑔
̅̅ ̅̅ ̅̅ )和ln(𝑄𝑖𝑖𝑔

̅̅ ̅̅ ̅̅ ) ③。本文主要采用

ln(𝑄𝑒𝑖𝑔
̅̅ ̅̅ ̅̅ )和ln(𝑄𝑖𝑖𝑔

̅̅ ̅̅ ̅̅ )作为关键的因变量，但也考虑采用ln(𝑄𝑒𝑖𝑔
𝑘̅̅ ̅̅ ̅̅ )和ln(𝑄𝑖𝑖𝑔

𝑘̅̅ ̅̅ ̅̅ )进行稳健性回归的

情况。 

 

2. 合约密集度 

产品的合约密集度𝑐𝑖𝑔依照 Nunn（2007）的方法进行构造， 

𝑐𝑖𝑔 = ∑ 𝜃𝑔𝑠 ∙ 𝑅𝑠
𝑠

… … (2.2.7) 

其中𝜃𝑔𝑠是产品 g 生产中中间投入品 s 占总中间投入的份额，可从投入产出表中获得。𝑅𝑠为

衡量 s 行业中投入品定制化程度高低的指标。根据 Nunn（2007），本文采用美国投入产出表

计算𝜃𝑔𝑠， 𝑅𝑠为美国 IO 行业 s 所有 SITC 产品种类中差异化产品种类所占的比例，差异化产

品的定义则来自 Rauch（1999）④。由此得到的合约密集度𝑐𝑖𝑔为 IO 行业层面的指标，进一步

                                                             
① 详细的推导过程见附录 A1 和 A2。 
② 详细的推导过程见附录 A1 和 A2。 
③ 详细的加总过程见附录 A3。 
④ Rauch（1999）将不同的 SITC 产品划分为“有公开交易所”、“有参考价格”、“差异化产品”三种类型，并

提供了“宽松型”和“保守型”两种划分标准。本文主要采用 Rauch（1999）对差异化产品的“宽松型”定义，

后文还将汇报基于“保守型”定义的稳健性检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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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对应到不同的 SITC 第二版 4 位码产品上，并与产品质量的数据匹配。 

 

3. 司法质量 

在实证研究中，履约环境的质量一般由一国司法制度的有效性所度量。根据 Nunn（2007），

本文主要采用 Kaufmann 等（2003）提供的法治质量（rule of law）指数衡量一国的司法质

量。这一指标衡量了在 1997 和 1998 年之间，一个国家司法实践和司法程序的有效性和一致

性，以及该国的总体履约情况。此外，本文还采用 Gwartney 和 Lawson（2003）、以及世界

银行 2004 年“Doing Business”报告提供的司法质量和履约环境指标，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

性。 

 

三  数据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 UNcomtrade 数据库和 Nunn（2007），包括来自各个地区、不

同发展水平的 158 个国家，1270 个 SITC 第二版 4 位码产品，277 个 IO 行业。具体来说，

根据式（2.2.5）和（2.2.6），本文使用 UNcomtrade 数据库中 SITC 第二版 4 位码产品分类的

双边贸易数据，利用 Feenstra 和 Romalis（2014）提供的方法，估计出口国-行业、进口国-行

业、出口国-进口国-行业的质量指数，即ln(𝑄𝑒𝑖𝑔
̅̅ ̅̅ ̅̅ )、ln(𝑄𝑖𝑖𝑔

̅̅ ̅̅ ̅̅ )、ln(𝑄𝑒𝑖𝑔
𝑘̅̅ ̅̅ ̅̅ )和ln(𝑄𝑖𝑖𝑔

𝑘̅̅ ̅̅ ̅̅ )。值得一提

的是，由于 Feenstra 和 Romalis（2014）估计的质量指数为相对值，因而即使在同一 SITC4

位码下、具有不同单位的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也并不可比①。因而在测算产品质量时，本文还

也根据产品单位进行分类，最终划分出 1292 个产品（SITC-单位）类别。 

司法质量水平、合约密集度以及其它国家、行业层面特征变量等则均来自 Nunn（2007）。

由于缺乏 1997 年各国产品层面的技术含量、劳均资本和外部融资依赖度数据，本文采用美

国 1997 年 IO 行业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度和外部融资依赖度指标作为代理变量。根据 Feenstra

（2000）和美国经济研究局分别提供的 10 分位 HS 编码和 4 分位 SITC 第二版对应码、10

分位 HS 编码和美国 IO 行业对应码，将 IO 行业和 4 分位 SITC 产品分类对应起来②。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出口质量 66,634 1.42 3.26 0.00 517.67 

进口质量 123,010 1.22 0.81 0.04 42.81 

司法质量 91,958 0.55 0.21 0.11 0.97 

合约密集度 95,859 0.50 0.24 0.02 0.98 

技术密集度 85,175 0.39 0.13 0.16 0.85 

资本密集度 85,175 0.88 0.53 0.21 3.57 

人力资本存量 52,300 0.34 0.40 0.01 2.52 

劳均资本存量 52,300 0.02 0.01 0.00 0.05 

注：文章的回归部分还控制了其它变量，受篇幅限制，表 1 仅汇报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① 不同 SITC 行业和不同单位的产品质量并不可比，因此不能通过简单加总得到 IO 行业层面质量指数。

且不同产品质量差异较大，通过一定方式加总得到的行业层面质量指数也不具有实际含义。 
② 由于存在一个 4 分位 SITC 产品或一个 IO 行业匹配多个 10 分位 HS 产品的情况，因此当 4 分位 SITC

分类和 IO 分类匹配存在多对多的情况时，我们根据 10 分位 HS 产品数量，将 IO 行业中包含最多 4 分位

SITC 分类所对应的 10 分位 HS 产品的行业作为该 4 分位 SITC 产品所对应的 IO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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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列示了样本数据中主要变量的统计性质。值得一提的是，和出口产品质量指数相

比，进口产品的质量指数更为分散，但二者的均值相差不大。不同国家间司法质量指数差别

则较大，法治最差的国家这一指标为 0.11，而法治最好的国家则为 0.97。类似地，不同行业

的合约密集度也有较大差异。司法质量与合约密集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产品间的变动有助于

识别司法质量对合约密集度不同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此外，行业和资本密集度在不同行

业间也存在较大异质性。由于样本数据包含 158 个不同地区和发展水平的国家，因此人力资

本、劳均资本在国家间差异也较大。这为在控制传统比较优势变量的影响下分析司法质量对

一国出口质量的影响提供了可能性。 

 

（二）司法质量、合约密集度和贸易情况：描述性证据 

本节将首先从图形上直观展示一国的司法质量与不同合约密集度产品的贸易情况有何

关系。将所有产品按合约密集度进行排序，取合约密集度最高和最低的 10%的产品进行比

较。 

图 1 关注了这两类产品的相对贸易额大小与司法质量的关系。将各个国家合约密集度

最高和最低的 10%的产品的出口（进口）额分别进行加总，再将二者的比值取对数，得到一

国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出口（进口）额。根据 Nunn（2007），司法质量更好的国家在出口

合约密集度高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司法质量越高则该国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出口额越

大。图 1 左图显示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 0.305，这与 Nunn（2007）的发现高度一致。与

之相反，图 1 右图显示一国司法质量与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进口额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

0.053，并无显著的统计关系。 

 

图 1 合约密集型产品贸易额相对大小与司法质量 

注：该图展示一国司法质量与其合约密集型产品相对出口（进口）额的关系。左右两图横轴为 Kaufmann

等（2003）的法治质量指数。左（右）图纵轴为合约密集度最高 10%的产品和和最低 10%产品的出口（进

口）额之比。所有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 

数据来源：Feenstra 和 Romalis（2014），Kaufmann 等（2003）及作者计算得到。 

 

图 2 和 3 继续探究一国司法质量对其合约密集型产品相对出口（进口）品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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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往部分研究（如 Alessandria 和 Kaboski，2011；Manova 和 Zhang，2012；等），本文

首先采用出口单价作为产品质量的代理变量，并计算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出口价格指数。

首先，将出口（进口）价格减去其对应的每个 SITC 第二版 4 分位码产品的世界平均价格，

从而使得不同类型产品的价格可比；其次，分别计算合约密集度最高和最低 10%产品的平均

价格；最后，取上述两组产品价格比值的对数，便得到一国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出口（进

口）价格。由图 2，与贸易额所展示的现象相反，一国司法质量与其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

出口价格的相关性接近于 0（0.065），而一国司法质量与其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进口价格

则显著正相关（0.449）。若将价格作为产品质量的近似指标，这意味着司法质量越高的国家

在质量意义上并不具有出口合约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相反，司法质量越高，则一国所进

口的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质量更高。 

 

图 2 合约密集型产品贸易价格相对大小与司法质量 

注：该图展示一国司法质量与其合约密集型产品相对出口（进口）价格的关系。左右两图横轴为

Kaufmann 等（2003）的法治质量指数。左（右）图纵轴为合约密集度最高 10%的产品和和最低 10%产品的

平均出口（进口）价格之比。所有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 

数据来源：Feenstra 和 Romalis（2014），Kaufmann 等（2003）及作者计算得到。 

 

    除产品质量以外，单价还包含其他方面的信息。为了避免其他因素干扰对产品质量的度

量，本文采用 Feenstra 和 Romalis（2014）所测度的国家-SITC 层面的出口（进口）产品质量

指数，取合约密集度最高和最低的 10%分别计算其平均质量①，最后将两者之比取对数，得

到一国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出口（进口）质量。图 3 左图显示，司法质量与一国合约密集

型产品相对出口质量呈现正相关，相关系数达到 0.218，而司法质量与一国合约密集型产品

相对进口质量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达到 0.476。因此由图形 3，司法质量对合约密集型产

品相对进口质量的影响，远大于其对相对出口质量的影响。 

                                                             
① 由于该质量指数已在每种 SITC 产品的范围内进行标准化，因此跨产品可比，可直接进行比较和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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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合约密集型产品贸易质量相对大小与司法质量 

注：该图展示一国司法质量与其合约密集型产品相对出口（进口）质量的关系。左右两图横轴为

Kaufmann 等（2003）的法治质量指数。左（右）图纵轴为合约密集度最高 10%的产品和最低 10%产品的平

均出口（进口）质量之比。所有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 

数据来源：Feenstra 和 Romalis（2014），Kaufmann 等（2003）及作者计算得到。 

 

四  实证分析 

 

（一）基准结果 

1. 单边贸易数据 

首先对回归式（2.1.1）进行估计，以描述司法质量与一国进出口贸易产品平均质量的关

系。为将司法质量的回归系数在进出口国间进行比较，本文均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进行回归
①。表 2 列（1）首先考虑了一国司法质量对出口质量ln(𝑄𝑒𝑖𝑔

̅̅ ̅̅ ̅̅ )的影响。在控制了该国人力资

本、劳均资本、银行私人信贷占 GDP 比重和人均 GDP 的对数之后，一国司法质量和其出口

的产品质量水平显著正相关。具体来说，司法质量提高 1 个标准差，则其出口的产品质量平

均提高 0.254 个标准差，且该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列（5）则关注一国司法质量对其

进口产品质量ln(𝑄𝑖𝑖𝑔
̅̅ ̅̅ ̅̅ )的影响在控制列（1）中国家层面特征变量后，司法质量提高 1 个标准

差，其进口产品质量平均提高 0.058 个标准差，但该影响仅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因此，一

国司法质量对进口产品质量的正向作用远小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作用。这一结果显示了

司法质量和一国平均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相关性。 

进一步采用比较优势的实证框架式（2.1.2）分析司法质量对合约密集型和非密集型进出

口贸易品质量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首先根据比较优势的逻辑，良好的司法质量促进了企业

的专用性投资，有助于保障定制化投入品的质量，进而有利于合约密集型产品相对出口质量

的提升。基于这一逻辑，表 2 列（2）-（4）分析了司法质量更高的国家所出口的合约密集

型产品的相对质量是否更高。在控制了两项传统比较优势变量（ℎ𝑔 ∙ 𝐻𝑖和𝑘𝑔 ∙ 𝐾𝑖）以及金融

                                                             
① 除特别说明外，文章其余章节均汇报的为标准化后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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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因变量 
(1) (2) (3) (4) (5) (6) (7) (8) 

ln(𝑄𝑒𝑖𝑔
̅̅ ̅̅ ̅̅ ) ln(𝑄𝑒𝑖𝑔

̅̅ ̅̅ ̅̅ ) ln(𝑄𝑒𝑖𝑔
̅̅ ̅̅ ̅̅ ) ln(𝑄𝑒𝑖𝑔

̅̅ ̅̅ ̅̅ ) ln(𝑄𝑖𝑖𝑔
̅̅ ̅̅ ̅̅ ) ln(𝑄𝑖𝑖𝑔

̅̅ ̅̅ ̅̅ ) ln(𝑄𝑖𝑖𝑔
̅̅ ̅̅ ̅̅ ) ln(𝑄𝑖𝑖𝑔

̅̅ ̅̅ ̅̅ ) 

国家司法质量 
0.253***    0.057*    

(0.074)    (0.033)    

合同密集度×国家司法质量 
 0.047 0.016 -0.098*  0.073*** 0.066** 0.133** 

 (0.036) (0.035) (0.059)  (0.026) (0.027) (0.054) 

合同密集度×ln(人均 GDP) 
   0.416**    -0.223 

   (0.166)    (0.149) 

行业技术衡量指标×ln(国家层面人力资本) 
 0.045 0.023 0.017  0.006 0.007 0.014 

 (0.037) (0.036) (0.035)  (0.016) (0.017) (0.016) 

行业劳均资本存量×ln(国家层面劳均资本) 
 -0.209*** -0.112** -0.069  -0.164*** -0.116*** -0.139*** 

 (0.051) (0.053) (0.057)  (0.027) (0.031) (0.032) 

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ln(国家层面金融发展程度) 
 0.001 -0.001 -0.001  0.012* 0.008 0.008 

 (0.013) (0.012) (0.012)  (0.007) (0.007) (0.007) 

行业劳均资本存量×ln(国家层面金融发展程度) 
  -0.031 -0.036   -0.025 -0.021 

  (0.031) (0.032)   (0.018) (0.019) 

出货价值的附加值比×ln(人均 GDP) 
  0.322*** 0.330***   0.149** 0.136** 

  (0.075) (0.076)   (0.063) (0.062) 

美国 1997 年 Grubel-Lloyd 指数×ln(人均 GDP) 
  -0.069 -0.060   -0.132*** -0.140*** 

  (0.077) (0.078)   (0.044) (0.042) 

TFP 增长率×ln(人均 GDP) 
  0.063 0.051   0.049 0.056 

  (0.064) (0.064)   (0.038) (0.039) 

(1-投入集中度的赫芬达尔指数)×ln(人均 GDP) 
  0.182 0.135   -0.154** -0.118* 

  (0.114) (0.119)   (0.076) (0.066) 

常数项 
-0.042 -0.100*** -0.277*** -0.336*** -0.032* 0.071*** 0.135*** 0.169*** 

(0.050) (0.010) (0.057) (0.063) (0.017) (0.004) (0.034) (0.049) 

出口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进口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行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33,908 30,710 30,645 30,645 45,789 42,063 41,676 41,676 

R2 0.366 0.434 0.436 0.436 0.457 0.478 0.479 0.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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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汇报的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为 cluster 到国家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此外，列

（1）和列（5）还控制了人力资本、劳均资本、银行私人信贷占 GDP 比重、人均 GDP 的对数等国家层面

的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发展层面的比较优势①之后，列（2）中司法质量对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出口质量并无显著

的提升作用。相反，司法质量较高的国家进口的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质量较高。由表 2 列

（6），在控制了技术工人、资本和金融发展方面的比较优势之后，一国司法质量提高 1 个标

准差，该国在合约密集型产品上的相对进口质量比非合约密集型产品平均高出 0.073 个标准

差，即平均约提高 3.31%②，该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图 2 和图 3 中的描述性证据一

致。 

基准回归结果初步显示，司法质量对一国出口的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质量并无显著影

响，但对其进口的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质量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到列（2）和（6）

仅控制了比较优势变量，因而回归结果可能受到其他遗漏变量的影响，因此在列（3）-（4）、

（7）-（8）中进一步控制其他可能对进出口产品质量造成影响的变量，以确保基准结果的

稳健性。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在不同行业间的分工亦不相同，因此本文控制了人均 GDP

和一系列行业产品特征的交互项。行业特别变量包括出货价值的附加值比、Grubel-Lloyd 指

数、TFP 增长率以及(1-投入集中度的 HHI 指数)，用于分别控制发达国家在高附加值行业产

品、生产环节细分程度高的行业产品、技术进步速度较快的行业产品、以及技术复杂程度较

高的行业产品上可能存在比较优势。 

控制了以上变量，重新估计（2.1.2）式，并将结果呈现于表 2 列（3）-（4）和列（7）

-（8）。可以看到，进一步控制其它变量之后所得到的实证结果和之前的实证结果相一致：

司法质量对一国出口的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质量并无显著影响，但其进口的合约密集型产

品的相对质量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考虑到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所采用的质量规范以

及对质量的偏好等都不尽相同，列（4）和（8）的回归中还控制了人均 GDP 对数和司法质

量的交互项的影响。由列（4）和（8），司法质量对合约密集型出口品相对质量的影响转为

负向，并在 10%的水平显著，而其对合约密集型进口品相对质量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 

 

2. 双边贸易数据 

国际贸易涉及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双边关系，因此不同国家的贸易伙伴、以及所贸易的产

品可能存在较大的异质性。表 2 的基准回归结果的因变量是国家（i）-产品（g）层面的出口

质量ln(𝑄𝑒𝑖𝑔
̅̅ ̅̅ ̅̅ )和进口质量ln(𝑄𝑖𝑖𝑔

̅̅ ̅̅ ̅̅ )，而忽略了贸易伙伴的异质性。这可能使得出口国司法质量

对合约密集型出口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本节进一步采用（2.2.5）和（2.2.6）

式中的进口国（k）-出口国（i）-产品（g）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ln(𝑄𝑒𝑖𝑔
𝑘̅̅ ̅̅ ̅̅ )和进口产品质量ln(𝑄𝑖𝑖𝑔

𝑘̅̅ ̅̅ ̅̅ )

作为因变量，检验表 2 基准回归中的各项结论是否依然成立。类似（2.1.1）式，设定（2.1.1’）

和（2.1.1’’）式： 

                                                             
① 由于不同的行业和产品对外部融资依赖度不同，因此一国金融发展程度可能通过融资这一渠道影响进出

口贸易产品的质量，我们因此控制了一国金融发展程度与外部融资依赖度以及资本密集度的交互项，并采

用银行私人信贷占 GDP 之比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程度，外部融资依赖度的计算则遵循 Rajan 和 Zingales

（1999）。 
② 为方便分析，假设合约密集型和非合约密集型产品的密集度指数差值为 1，并将标准化回归系数乘以进

口产品质量对数的标准差得到，或将非标准化的进口产品质量的对数对标准化后自变量回归得到。事实

上，样本中合约密集度指数的最大和最小值差为 0.96，十分接近于 1。因而这一近似并不会显著夸大司法

质量对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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𝑙𝑛(𝑄𝑒𝑖𝑔
𝑘̅̅ ̅̅ ̅̅ ) = 𝛽1 ∙ 𝑄𝑖 + 𝛽2 ∙ 𝑋𝑖 + 𝛾𝑘𝑔 + 𝜀𝑖𝑔

𝑘 … … (2.1.1′) 

𝑙𝑛(𝑄𝑖𝑖𝑔
𝑘̅̅ ̅̅ ̅̅ ) = 𝛽1 ∙ 𝑄𝑘 + 𝛽2 ∙ 𝑋𝑘 + 𝛾𝑖𝑔 + 𝜀𝑖𝑔

𝑘 … … (2.1.1′′) 

与（2.1.1）式不同，由于ln(𝑄𝑒𝑖𝑔
𝑘̅̅ ̅̅ ̅̅ )度量了在给定进口国 k 和产品 g 的前提下，i 国出口到 k 国

产品 g 的质量相对于全世界出口到 k 国产品 g 平均质量的差值，因此在式（2.1.1’）中加入

进口国-产品固定效应𝛾𝑘𝑔以确保结果的可比性。类似地，由于ln(𝑄𝑖𝑖𝑔
𝑘̅̅ ̅̅ ̅̅ )度量了在给定出口国 i

和产品 g 的前提下，i 国出口到 k 国产品 g 的质量相对于 i 国出口到全世界产品 g 平均质量

的差值，因此在式（2.1.1’’）中加入出口国-产品固定效应𝛾𝑖𝑔。 

表 3          进口国-出口国-产品层面的贸易产品质量回归结果 

因变量 

(1) (2) (3) (4) 

ln(𝑄𝑒𝑖𝑔
𝑘̅̅ ̅̅ ̅̅ ) ln(𝑄𝑖𝑖𝑔

𝑘̅̅ ̅̅ ̅̅ ) ln(𝑄𝑒𝑖𝑔
𝑘̅̅ ̅̅ ̅̅ ) ln(𝑄𝑖𝑖𝑔

𝑘̅̅ ̅̅ ̅̅ ) 

出口国司法质量 
0.082***    

(0.018)    

进口国司法质量 
 0.006   

 (0.013)   

合约密集度×出口国司法质量 
  0.015  

  (0.019)  

合约密集度×进口国司法质量 
   0.024*** 

   (0.007) 

国家层面控制变量 有 有   

国家-产品层面控制变量   有 有 

出口国固定效应   有  

进口国固定效应    有 

出口国×产品固定效应  有  有 

进口国×产品固定效应 有  有  

观测值 556,581 448,653 463,614 411,460 

R2 0.904 0.917 0.904 0.917 

注：表中汇报的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列（1）和（3）括号中为 cluster 到出口国层面的聚类稳健

标准误，列（2）和（4）括号中为 cluster 到进口国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列（1）和（3）还控制了表 2 列

（1）和（4）中国家层面控制变量的影响；列（2）和（4）则控制了表 2 列（3）和（6）中国家-产品层面

控制变量的影响。***，**，*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参照式（2.1.2），设定（2.1.2’）和（2.1.2’’）式以研究司法质量对合约密集度不同的产

品贸易质量的异质性影响： 

𝑙𝑛(𝑄𝑒𝑖𝑔
𝑘̅̅ ̅̅ ̅̅ ) = 𝛽1 ∙ 𝑐𝑖𝑔 ∙ 𝑄𝑖 + 𝜷 ∙ 𝑋𝑖𝑔 + 𝛼𝑖 + 𝛾𝑘𝑔 + Ϛ𝑖𝑔 … … (2.1.2′) 

𝑙𝑛(𝑄𝑖𝑖𝑔
𝑘̅̅ ̅̅ ̅̅ ) = 𝛽1 ∙ 𝑐𝑖𝑔 ∙ 𝑄𝑘 + 𝜷 ∙ 𝑋𝑘𝑔 + 𝛼𝑘 + 𝛾𝑖𝑔 + Ϛ𝑖𝑔 … … (2.1.2′′) 

其中，传统比较优势项和金融发展层面的比较优势均控制在𝑋𝑖𝑔和𝑋𝑘𝑔中。式（2.1.2’）在给定

进口国 k 和产品 g 的前提下，研究出口国的司法质量对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出口质量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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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相似地，式（2.1.2’’）在给定出口国 i 和产品 g 的前提下，研究进口国的司法质量对合

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进口质量的影响。式（2.1.1’）-（2.1.2’’）的回归结果列于表 3。 

表 3 的列（1）显示，出口国司法质量对出口产品的整体平均质量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

司法质量提高 1 个标准差，则出口质量整体提高 0.082 个标准差，且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

显著；列（2）则表明进口国司法质量对进口产品的整体平均质量水平无显著影响。此外，

与表 2 列（2）-（4）、（6）-（8）所呈现的结果一致，出口国司法质量对合约密集型产品的

相对出口质量并无显著的提升作用；进口国司法质量对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进口质量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为 0.024 并在 1%水平上显著。因此利用国家-产品层面和进口国-出口

国-产品层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司法质量越高的国家在出口合约密

集型产品上并不具有质量意义上的比较优势；相反，司法质量越高的国家在进口合约密集型

产品上具有质量意义上的显著的比较优势。 

 

（二）稳健性分析 

1. 其它司法质量和合约密集度衡量指标 

本节将考虑其它司法质量和合约密集度衡量指标，以进一步探讨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首

先，其它司法质量度量指标。除 Kaufmann 等（2003）司法质量指标外，Gwartney 和 Lawson

（2003）（下称 GL2003）以及世界银行 2004 年“Doing Business Survey”（下称 DBS）调查

数据提供的司法质量和合同执行情况指标也是相关研究的常用指标。本节将利用这两套司法

质量指标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其次，其它合约密集度度量指标。Rauch（1999）提供了两套

差异化产品分类的标准，一种为宽松型（liberal）、一种为保守型（conservative）。在基准回

归分析中，本文主要采用宽松型标准定义差异化产品，构建合约密集度指数。本节还将考虑

保守型标准定义差异化产品，构建相应合约密集度衡量指标。 

表 4                  其它司法质量和合约密集度衡量指标 

因变量 
          自变量 

司法质量 
司法质量 

宽松型合约密集度指

标×司法质量 

保守型合约密集度

指标×司法质量 

出口产品

质量指数 

ln(𝑄𝑒𝑖𝑔
𝑘̅̅ ̅̅ ̅̅ ) 

GL2003 指标 0.201*** 0.049 0.057 

 (0.049) (0.036) (0.038) 

DBS：诉讼时间 0.041* -0.086** -0.080* 

 (0.023) (0.039) (0.046) 

DBS：诉讼程序 0.098** 0.059 0.060 

 (0.043) (0.035) (0.037) 

进口产品

质量指数 

ln(𝑄𝑖𝑖𝑔
𝑘̅̅ ̅̅ ̅̅ ) 

GL2003 指标 0.009 0.071** 0.058* 

 (0.024) (0.030) (0.032) 

DBS：诉讼时间 0.018* 0.059* 0.057* 

 (0.010) (0.033) (0.032) 

DBS：诉讼程序 0.016 0.068** 0.064** 

 (0.015) (0.029) (0.030) 

注：表中汇报的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且括号中为 cluster 到出口国或进口国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

误。此外，所有回归都控制了表 2 基准回归中的相应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

上显著。 

 

表 4 汇报了分别采用 GL2003 司法质量指标以及世界银行 DBS 调查数据的合同执行情

况指标，及其与宽松型和保守型合约密集度指标交互项进行回归的系数。世界银行合同执行

情况指标主要包括诉讼时间和诉讼程序两个变量。参照 Nunn（2007），诉讼时间指标为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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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去通过司法程序使得合同执行所需要的时间，诉讼程序指标为 60 减去通过司法程序使得

合同执行所需要程序数量。因而诉讼时间和程序指标越大，则该国的司法质量越高。总体上，

表 4 的回归结果和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三种司法质量指标和一国出口产品质量指数均显

著正相关，而司法质量对一国合约密集型产品相对出口质量并无正显著影响，甚至有时出现

显著的负向影响。另一方面，司法质量和一国进口产品质量指数正相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并不显著，而司法质量对一国合约密集型产品相对进口质量则有显著的正影响。 

 

2. 其它质量测算方法 

接下来考虑产品质量测算方法的稳健性。除 Feenstra 和 Romalis（2014）的方法之外，

之前的研究还采用了单价法和 Khandelwal、Schott 和 Wei（2013）所提出的回归推断方法（下

称 KSW 方法）度量产品质量。因此本节将采用这两种方法度量产品质量，并重复基准回归。

单价法即利用产品的单位价值作为其质量的代理变量，单位价值越高则质量应该也越高。

KSW 方法①适用于测算出口产品质量，并在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实证研究②，其背后的经济

学逻辑是给定在同一市场中，两个品种的价格相等，那么销售量较大的品种的质量应该较高。

在利用 KSW 方法衡量出口品的质量时，本文采用 Broda 和 Weinstein（2006）提供的美国 4

分位 SITC 行业贸易弹性进行估计。需要注意的是，KSW 方法得到的出口产品质量仅在同

一进口国-产品类别内可比，因此本文仅利用该出口产品质量研究一国司法质量是否对该国

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出口质量有所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5。 

表 5                    其它贸易产品质量衡量指标 

 (1) (2) (3) 

因变量 ln(𝑈𝑉𝑒𝑖𝑔) ln(𝑈𝑉𝑖𝑖𝑔) ln(𝑄𝑒_𝐾𝑆𝑊𝑖𝑔
𝑘̅̅ ̅̅ ̅̅ ̅̅ ̅̅ ̅̅ ̅) 

合约密集度×司法质量 -0.028 0.100*** -0.021 

 (0.033) (0.028) (0.030) 

国家-产品层面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出口国固定效应 有  有 

进口国固定效应  有  

进口国×行业固定效应   有 

产品固定效应 有 有  

观测值 30,645 41,676 397,211 

R2 0.428 0.438 0.284 

注：表中汇报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列（1）和列（3）括号中为 cluster 到出口国层面

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列（2）括号中为 cluster 到进口国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所有回归都控

制了其它国家-产品层面变量。***，**，*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表 5 列（1）和（2）呈现根据式（2.1.2）分别采用 i 国在产品 g 上的出口单价（𝑈𝑉𝑒𝑖𝑔）

和进口单价（𝑈𝑉𝑖𝑖𝑔）的对数值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列（3）则呈现根据式（2.1.2’）采用

根据 KSW 方法测算得到的 i 国出口到 k 国产品 g 的质量作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基准结

果一致，列（1）和列（3）均显示司法质量更高的国家，其出口的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质

量（价格）并不更高；而列（2）则显示司法质量更高的国家，其进口的合约密集型产品的

                                                             
① 对 Khandelwal、Schott 和 Wei（2013）方法的具体介绍和应用见附录 B。 
② Fan 等（2015）、Martin 和 Mejean（2014）以及王雅琦等（2015）均采用 KSW 方法度量出口产品质量

并进行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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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质量（价格）显著更高。 

 

（三）影响机制探讨 

前述分析着重考察司法质量是否影响一国进出口合约密集型产品在质量意义上的比较

优势。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司法质量越高的国家进口的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质量更高，但其

出口的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质量却并不更高。在这一节我们进一步探讨司法质量对一国合

约密集型产品进出口相对质量可能的影响机制。 

 

1. 比较优势的数量和价值维度 

除了质量维度之外，数量和价值维度也是一国贸易优势的重要方面。Nunn（2007）指出

司法质量更好的国家在合约密集型产品上的相对出口额更大，并利用跨国数据验证了这一推

断。基于 Nunn（2007）的研究，本文在研究司法质量对合约密集度不同产品相对贸易额影

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该影响分解为价格（质量）维度和数量两个维度。由于 4.1 和 4.2 小

节已经对价格和质量维度进行了分析，因此本小节关注其对数量维度的影响。基于（2.1.2）

式的设定，表 6 列（1）-（4）回归的因变量依次为 i 国在产品 g 上的出口额𝑋𝑖𝑔、出口数量

𝑉𝑒𝑖𝑔、进口额𝑀𝑖𝑔和进口数量𝑉𝑖𝑖𝑔。 

表 6                司法质量和贸易优势的数量和价值维度 

 (1) (2) (3) (4) 

因变量 ln(𝑋𝑖𝑔) ln(𝑉𝑒𝑖𝑔) ln(𝑀𝑖𝑔) ln(𝑉𝑖𝑖𝑔) 

合约密集度×司法质量 0.164*** 0.155** 0.037 0.009 

 (0.059) (0.061) (0.031) (0.035) 

国家-产品层面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国家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产品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28,085 28,085 41,676 41,676 

R2 0.586 0.564 0.719 0.691 

注：表中汇报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列（1）和（2）括号中为 cluster 到出口国层面的

聚类稳健标准误，列（3）和（4）括号中为 cluster 到进口国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所有回归

都控制了表 2 列（3）和列（6）中的相应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

上显著。 

 

表 6 的回归结果表明，司法质量更高的国家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出口额（列<1>）和

出口数量（列<2>）显著更高，而司法质量更高的国家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进口额（列<3>）

和进口数量（列<4>）并不更高。这表明司法质量更高的国家在出口合约密集型产品上的比

较优势主要体现在数量和价值上，而在进口合约密集型产品上则不具有数量和价值意义上的

比较优势。表 6 列（1）的结果证实了 Nunn（2007）的研究，且估计系数的大小也和 Nunn

（2007）得到的结果较为接近。 

 

2. 贸易伙伴司法质量与出口产品质量：基于离散度的分析 

以上实证结果显示，司法质量更好的国家在出口合约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

在出口额和出口数量上，而并非出口价格和质量上。与此同时，司法质量更好的国家，进口

合约密集型产品的质量也显著高于非合约密集型产品。由进出口两方面实证结果可知，在双

边贸易关系中，合约密集型贸易品的相对质量水平主要依赖于进口国的司法质量水平。即进

口国的司法质量是决定贸易中合约密集型产品相对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出口国司法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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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出口品质量水平正相关，但对其合约密集型出口品相对质量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本

节将从一国出口合约密集型产品的质量分布离散程度和其所面对贸易伙伴司法质量的分布

离散程度这一角度，解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 

由于 Feenstra 和 Romalis（2014）以及 Khandelwal 等（2013）估计的进口国-出口国-产

品层面质量在不同目的国和产品间不可比①，因而在分析司法质量和出口品质量分布时，我

们使用出口价格作为产品质量的代理变量。表 7 分析了出口国司法质量、贸易伙伴司法质量

离散度分别和产品合约密集度的交互项，对该国出口产品离岸价格离散度的影响。回归设定

如式（4.3.1）所示： 

𝑉𝑎𝑟𝑗(𝑈𝑉𝑒𝑖𝑗𝑔) =  𝛽1 ∙ 𝑐𝑖𝑔 ∙ 𝑄𝑖 + 𝛽2 ∙ 𝑐𝑖𝑔 ∙ 𝑉𝑎𝑟(𝑄𝑖𝑗) 

                         +𝛽3 ∙ 𝑋𝑖𝑔 + 𝛼𝑖 + 𝛾𝑔 + Ϛ𝑖𝑔 … … (4.3.1) 

其中𝑉𝑎𝑟𝑗(𝑈𝑉𝑒𝑖𝑔)表示 i 国出口到国家 j 的产品 g 出口离岸价格𝑈𝑉𝑒𝑖𝑗𝑔在出口国间的离散度，

𝑉𝑎𝑟𝑗(𝑄𝑖𝑗)表示 i 国的贸易伙伴国 j 的司法质量的离散度。变量的离散度分别采用最大最小值

差、90 和 10 分位数差以及标准差三个统计量衡量。估计结果列于表 7。 

表 7                司法质量和产品出口价格的分布 

因变量：𝑉𝑎𝑟𝑗(𝑈𝑉𝑒𝑖𝑗𝑔) 

(1) (2) (3) 

最大最小

值差 

90 和 10 分

位数差 
标准差 

合约密集度×出口国司法质量 -0.177*** -0.175*** -0.087** 

 (0.055) (0.052) (0.039) 

合约密集度×贸易伙伴司法质量最大最小值差 0.597***   

 (0.011)   

合约密集度×贸易伙伴司法质量 90 和 10 分位数差  0.569***  

  (0.012)  

合约密集度×贸易伙伴司法质量标准差   0.122*** 

   (0.014) 

国家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产品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观测值 29,341 29,341 23,613 

R2 0.686 0.512 0.300 

注：表中汇报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为 cluster 到出口国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此外，所有

回归都控制了表 2 列（3）中的相应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由表 7 列（1）-（3）可知：1）出口国司法质量越高，则合约密集型产品相对非合约密

集型产品出口价格的相对离散程度越小；2）贸易伙伴司法质量的离散程度（分别以最大最

小值差、90 和 10 分位数差以及标准差度量）越大，则平均而言合约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质量

的相对离散程度也越高，且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更重要的是，合约密集度和贸易

伙伴司法质量离散度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大于出口国司法质量和合约密集度交互项的

回归系数②，且随着合约密集度的增大，贸易伙伴司法质量的离散度对一国出口价格（质量）

离散程度的解释力度显著增大。这表明贸易伙伴国司法质量对合约密集型贸易品相对质量的

                                                             
①

 Feenstra 和 Romalis（2014）通过引入参照国家以消除出口质量指数中目的国市场价格指数和收入的影

响，而 Khandelwal 等（2013）则通过目的国市场和行业的固定效应吸收目的国特征变量的影响，因而他

们得到的进口国-出口国-产品层面质量指数仅在目的国和行业内可比。 
② 我们还对出口国司法质量、贸易伙伴司法质量离散度分别与合约密集度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之和进行了

t 检验。回归结果表明，除用标准差衡量离散度的情况外，这两个回归系数之和均显著大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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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覆盖了出口国自身司法质量水平对合约密集型产品相对质量的影响，因而导致总体上合

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质量水平主要依赖于进口国的司法质量水平。 

 

3. 司法质量影响合约密集型产品相对进口质量的渠道 

至此，实证结果从多个方面表明进口国的司法质量水平是合约密集型产品相对贸易质量

的重要决定因素，而出口国的司法质量的作用则不明显。具体到影响渠道上，一方面，司法

质量较高的国家，产品质量的规范也较为严格，这有助于缓解消费者和厂商之间由于产品质

量无法观测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涉及到诸多定制化投入

品，因而其对“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敏感，故司法质量的提高更加有利于合约密集型进口

品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司法质量更高的国家，违约的成本较大。这减少了企业间“敲竹

杠”的风险，促使出口到该国的定制化投入品生产企业更愿意进行专用性投资，提高了该国

所进口的定制化投入品的相对质量。而定制化投入品本身合约密集度也较高，因此文章所发

现的高司法质量国家合约密集型产品相对进口质量较高的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司法质量通

过完善履约环境，减少“敲竹杠”风险，最终促进合约密集型进口品质量提高。 

本文通过两种方法区分司法质量影响进口品相对质量的这两种作用机制：第一，根据联

合国 BEC（Broad Economy Classification）分类标准将贸易品分为消费品、中间品和资本品

三大类，并分样本重复基准回归。直观上讲，消费品不作为任何中间投入，面临的“敲竹杠”

的风险较小。因此司法质量对消费品中合约密集型产品相对进口质量的影响，主要通过提高

整体市场环境对质量的要求、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一机制发挥作用。第二，在回归中

加入 Rauch（1999）所定义的差异化产品虚拟变量和司法质量的交互项，用以直接控制司法

质量通过减少“敲竹杠”行为对异质性定制化投入品相对进口质量的影响。合约密集型中间品

或资本品的异质性程度往往更高，因而可能面临更为严重的“敲竹杠”的行为。表 8 报告了

估计结果。 

表 8                    消费品、中间品和资本品 

自变量             因变量 
消费品 中间品和资本品 

ln(𝑄𝑖𝑖𝑔
̅̅ ̅̅ ̅̅ ) ln(𝑄𝑖𝑖𝑔

̅̅ ̅̅ ̅̅ ) 

宽松型合约密集度×司法质量 
0.184*** -0.010 

(0.048) (0.041) 

宽松型 Rauch 指标×司法质量 
-0.065** 0.041** 

(0.029) (0.020) 

保守型合约密集度×司法质量 
0.183*** -0.004 

(0.039) (0.034) 

保守型 Rauch 指标×司法质量 
-0.082*** 0.046** 

(0.024) (0.021) 

注：表中汇报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为 cluster 到进口国层面的

聚类稳健标准误。所有回归都控制了表 2 列（6）中的相应控制变量。***，**，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表 8 分别报告了消费品和中间品分样本回归的结果，并考虑了宽松型和保守型合约密

集度指标及产品异质性（Rauch）指标①。在对进口消费品质量的回归中，司法质量和合约密

集度指数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而司法质量和产品异质性（Rauch）指标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则

                                                             
① 司法质量和合约密集度交互项与司法质量和产品异质性（Rauch）指标的相关系数为 0.732，尽管相关程

度较高，但不完全共线——两个指标间仍然存在差异。前者衡量了产品生产中对异质性中间品依赖度的高

低，而后者则反映了产品本身的异质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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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为负，且合约密集度交互项的正向效果显著大于产品异质性所带来的负向影响。这验证

了司法质量通过提高整体质量规范、规避“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有助于提高合约密集型

进口品的相对质量的机制。而在对进口中间品和资本品质量的回归中，司法质量和合约密集

度指数的交互项为负但并不显著，而司法质量和产品异质性指标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则显著为

正。进口中间品将用于国外最终品的生产，因而其自身的定制化程度（并非生产该进口中间

品所用的投入品的定制化程度）将直接影响司法质量对其进口质量的影响。Rauch 指标和司

法质量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良好的司法质量有助于缓解中间品出口厂

商所面临的“敲竹杠”风险，因而有助于合约密集型进口中间品相对质量的提高。而整体质

量规范的提高对合约密集型进口中间品相对质量提高的作用不大。 

 

（四）内生性和工具变量回归 

尽管在短期内一国的司法质量相对其经济表现外生，但横截面上的制度表现可能是长期

经济发展与司法制度互动的效果，因而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举例来说，若一国长期从事合

约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活动，那么该国对良好的司法质量的需求更加迫切，从而造成反向因果

偏误。为检验文章的主要结论是否受内生性的影响，本文采用司法制度的起源作为一国司法

质量的工具变量。根据司法制度的起源，可将现行的司法制度分成五类，起源于英国普通法

（British common law）、法国公民法（French civil law）、德国公民法（German civil law）、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斯堪的纳维亚法（Scandinavian civil law）。回归样本中有 51 个国家的法律

制度起源于英国普通法，73 个起源于法国公民法，15 个起源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此外还

有 6 和 5 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分别起源于德国公民法和斯堪的纳维亚法。为避免共线性问题，

文章仅采用起源于英国普通法、法国公民法或德国公民法三个虚拟变量作为司法质量的工具

变量，而将起源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斯堪的纳维亚法类别的国家作为对照组。由于一国的

司法起源在很早之前就被决定，不受 1997 年贸易水平的影响，因而可以用于分离司法质量

中外生变化的影响。 

表 9                  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1) (2) (3) (4) 

 ln(𝑄𝑒𝑖𝑔
̅̅ ̅̅ ̅̅ ) ln(𝑄𝑖𝑖𝑔

̅̅ ̅̅ ̅̅ ) ln(𝑄𝑖𝑖𝑔
̅̅ ̅̅ ̅̅ ) ln(𝑄𝑖𝑖𝑔

̅̅ ̅̅ ̅̅ ) 

司法质量×合约密集度 0.006 0.163*** 0.641*** 0.243*** 

 (0.036) (0.026) (0.156) (0.035) 

国家-产品层面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国家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产品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30,599 41,644 41,644 41,644 

内生性检验 0.013 16.837*** 14.618*** 28.343*** 

Kleibergen-Paap rank LM Chi2  3,636*** 4,535*** 197*** 3,523*** 

Kleibergen-Paap rank Wald F  4,250 6,812 200 4,082 

Hansen J  2.465 13.527*** - - 

注：表 9 中汇报的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且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此外，所有

回归均控制了基准回归中的其它变量。***，**，*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表 9 汇报了采用法律起源虚拟变量和合约密集度的交互项作为司法质量和合约密集度

交互项的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和列（2）采用所有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而列

（3）和列（4）则分别考虑只采用一个工具变量——起源于英国普通法或法国公民法虚拟变

量，进行回归的情况。由列（1）-（4），出口质量的工具变量回归系数较小且不显著，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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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质量的工具变量回归系数则均显著为正、且数值较大。这与表 2 中的基准回归结果相一

致。此外，表 9 还汇报了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和识别不足检验（Kleibergen-Paap rank LM 

Chi2 统计值）、弱工具变量检验（Kleibergen-Paap rank Wald F 统计值）、过度识别检验（Hansen 

J）的结果。值得说明的是，列（1）-（4）一阶段回归系数均显著，且 Kleibergen-Paap rank 

LM Chi2 统计值均显著大于 1%显著度水平上的临界值，故工具变量和内生变量显著相关，

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列（1）-（4）的 Kleibergen-Paap rank Wald F 统计值均大大超过

Baum 等（2007）给出的经验临界值 10，因而亦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由于列（2）并

未通过过度识别检验，因而列（3）-（4）考虑仅采用单个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并得到和列

（2）一致的结果。然而，回归（1）没能通过内生性检验，这可能是由于出口国司法质量和

合约密集度的交互项无论是在固定效应还是工具变量回归中均不显著且数值较小，并未表现

出显著差别。 

 

五  结论 

本文重点研究司法质量对贸易产品质量的影响，特别是对合约密集度不同产品的异质性

影响。首先，本文采用 Feenstra 和 Romalis（2014）的方法准确测算了一国贸易品的质量水

平；其次，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1）司法质量和平均出口产品的质量正相关，但司法质量

更高的国家在出口合约密集型产品上并不具有质量意义上的比较优势；2）司法质量更高的

国家在进口合约密集型产品上具有质量意义上的比较优势；3）进口国的司法质量是影响合

约密集型产品相对贸易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出口国的司法质量则主要影响合约密集型产品的

相对贸易数量。 

本文的发现指出贸易产品质量，特别是合约密集型产品的贸易质量受到进口国司法质量

的显著影响。具体来说，进口国的司法质量水平可能通过提高市场整体环境对于产品质量的

要求，以及完善履约环境从而减少“敲竹杠”行为两个方面对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质量水平

产生影响。本文拓展了文献对比较优势具体作用机制在质量维度的认识。此外，本文的研究

还表明，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产业升级、产品质量提升双重压力的情况下，提高司法质量水

平，构建良好的履约环境，有助于提升我国贸易品的质量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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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Feenstra 和 Romalis（2014）进出口质量的测算方法 

本附录详细介绍了如何利用 Feenstra 和 Romalis（2014）的方法构造产品-国家层面的贸

易产品质量。 

A1. 理论框架 

假设在某种产品上，k 国消费者面对着来自不同出口国 i 的一系列差异化品种。k 国消

费者的偏好由以下（A1）式定义的支出函数所刻画： 

𝐸𝑘 = 𝑈𝑘 [∫ (𝑝𝑖
𝑘/(𝑧𝑖

𝑘)𝛼𝑘
)

(1−𝜎)

𝑑𝑖
 

𝑖

]

1/(1−𝜎)

… … (A1) 

其中𝑈𝑘为 k 国消费者通过消费产品类别中的不同品种得到的总效用；𝑝𝑖
𝑘和𝑧𝑖

𝑘分别为 k

国消费者所面对的由 i 国出口品种的 CIF 价格和产品质量；𝜎为品种间的替代弹性；𝛼𝑘为刻

画 k 国消费者对于质量偏好的参数，令𝛼𝑘 = 1 + 𝜆ln (𝑈𝑘)，则 k 国效用（收入）水平越高，

对于质量的偏好就越明显。消费者的需求函数𝑞𝑖
𝑘可由（A2）式定义： 

𝑞𝑖
𝑘 =

∂𝐸𝑘

𝜕𝑝𝑖
𝑘 =

∂𝐸𝑘

𝜕𝑃𝑖
𝑘 ∙

1

(𝑧𝑖
𝑘)

𝛼𝑘 … … (A2) 

其中定义𝑃𝑖
𝑘 ≡ 𝑝𝑖

𝑘/(𝑧𝑖
𝑘)𝛼𝑘

为“质量调整后价格”。 

在供给层面，出口国 i 的企业 j 通过决策 FOB 价格𝑝𝑖𝑗
∗𝑘和产品质量𝑧𝑖𝑗

𝑘，最大化其利润，

其最优化问题如下： 

max
𝑝𝑖𝑗

∗𝑘;𝑧𝑖𝑗
𝑘

[𝑝𝑖𝑗
∗𝑘 − 𝑐𝑖𝑗(𝑤𝑖 , 𝑧𝑖𝑗

𝑘 )]
𝜏𝑖

𝑘𝑞𝑖𝑗
𝑘

𝑡𝑎𝑟𝑖
𝑘 = max

𝑃𝑖𝑗
𝑘 ;𝑧𝑖𝑗

𝑘
{𝑃𝑖𝑗

𝑘 − 𝜏𝑖
𝑘

[𝑐𝑖𝑗(𝑤𝑖 , 𝑧𝑖𝑗
𝑘 ) + 𝑇𝑖

𝑘]

(𝑧𝑖𝑗
𝑘 )𝛼𝑘 }

𝑄𝑖𝑗
𝑘

𝑡𝑎𝑟𝑖
𝑘 

其中𝜏𝑖
𝑘、𝑇𝑖

𝑘和𝑡𝑎𝑟𝑖
𝑘分别对应从价（ad valorem）贸易成本、单位（per-unit）贸易成本和

关税，满足𝑝𝑖𝑗
𝑘 = 𝜏𝑖

𝑘(𝑝𝑖𝑗
∗𝑘 + 𝑇𝑖

𝑘)。𝑄𝑖𝑗
𝑘 ≡ 𝑞𝑖𝑗

𝑘 (𝑧𝑖𝑗
𝑘 )𝛼𝑘

为“质量调整后产量”。 𝑐𝑖𝑗(𝑤𝑖 , 𝑧𝑖𝑗
𝑘 )为生产质

量为𝑧𝑖𝑗
𝑘产品的单位成本，与成本率𝑤𝑖有关。令𝑐𝑖𝑗(𝑤𝑖, 𝑧𝑖𝑗

𝑘 ) = 𝑤𝑖(𝑧𝑖𝑗
𝑘 )1/𝜃/𝜑𝑖𝑗，其中𝜑𝑖𝑗为 i 国企

业 j 的生产率，0 < 𝜃 < 1为刻画质量提升过程中规模报酬递减效应的参数。求解企业的优化

问题可得到质量𝑧𝑖𝑗
𝑘表达式（A3）： 

ln(𝑧𝑖𝑗
𝑘 ) = 𝜃 [ln(𝜅1

𝑘𝑝𝑖𝑗
∗𝑘) − ln (

𝑤𝑖

𝜑𝑖𝑗
)] , 𝜅1

𝑘 =
𝛼𝑘𝜃(𝜎 − 1)

1 + 𝛼𝑘𝜃(𝜎 − 1)
… … (A3) 

FOB 和 CIF 价格分别满足： 

𝑝𝑖𝑗
∗𝑘 = 𝑇𝑖

𝑘[(
1

1 − 𝛼𝑘𝜃
) (

𝜎

𝜎 − 1
) − 1] ≡ 𝑝𝑖

∗𝑘̅̅ ̅̅  

𝑝𝑖𝑗
𝑘 = 𝜏𝑖

𝑘𝑇𝑖
𝑘[(

1

1 − 𝛼𝑘𝜃
) (

𝜎

𝜎 − 1
)] ≡ 𝑝𝑖

𝑘̅̅ ̅ 

因此质量调整后价格𝑃𝑖𝑗
𝑘满足： 

𝑃𝑖𝑗
𝑘 = 𝑝𝑖

𝑘̅̅ ̅ [
𝑤𝑖/𝜑𝑖𝑗

𝜅1
𝑘𝑝𝑖

∗𝑘̅̅ ̅̅ ]

𝛼𝑘𝜃

 

在企业生产率存在异质性的设定下，设 i 国企业生产率的分布满足帕累托分布，𝜑𝑖为生

产率分布的下界，有 

𝐺𝑖(𝜑) = 1 − (
𝜑

𝜑𝑖
)

−𝛾

 

定义 i 国企业 j 对 k 国的出口额（包含各项贸易成本）为𝑋𝑖𝑗
𝑘 ≡ 𝑃𝑖𝑗

𝑘𝑄𝑖𝑗
𝑘，则 i 国对 k 国的

总出口额𝑋𝑖
𝑘为（A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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𝑋𝑖
𝑘 = 𝑀𝑖 ∫ 𝑋𝑖𝑗

𝑘 𝑔𝑖(𝜑)𝑑𝜑
∞

𝜑𝑖
�̂�

= 𝑋𝑖
�̂�𝑀𝑖 (

𝜑𝑖
�̂�

𝜑𝑖
)

−𝛾

𝜅2
𝑘 , 𝜅2

𝑘 ≡
𝛾

𝛾 − 𝛼𝑘𝜃(𝜎 − 1)
… … (A4) 

𝑋𝑖
�̂�和𝜑𝑖

�̂�为 i 国出口到 k 国零利润企业的出口额和生产率；𝑀𝑖为 i 国潜在进入企业的数

目。与 Melitz（2003）一致，i 国企业出口到 k 国需要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设固定成本𝑓𝑖
𝑘

满足（A5）式： 

𝑓𝑖
𝑘 = (

𝑤𝑖

𝜑𝑖
�̂�

) (
𝑌𝑘

𝑝𝑘
)

𝛽0

𝑒𝛽′𝐹𝑖
𝑘
, 𝛽0 > 0 … . . (A5) 

其中𝑌𝑘、𝑝𝑘为 k 国的总支出和价格指数，𝐹𝑖
𝑘则包含一系列影响固定成本的双边变量，包括

语言相似度等。对于零利润的出口企业，其毛利润为𝑋𝑖
�̂�/(𝜎𝑡𝑎𝑟𝑖

𝑘)，有（A6）式： 

𝑋𝑖
�̂�

𝜎𝑡𝑎𝑟𝑖
𝑘 = 𝑓𝑖

𝑘 = (
𝑤𝑖

𝜑𝑖
�̂�

) (
𝑌𝑘

𝑝𝑘
)

𝛽0

𝑒𝛽′𝐹𝑖
𝑘

… … (A6) 

另外，我们可求解 i 国企业出口到 k 国的平均质量调整后价格，即（A7）式： 

𝑃𝑖
𝑘̅̅̅̅ = [∫

𝑃𝑖
𝑘(𝜑)(1−𝜎)

𝑀𝑖 [1 − 𝐺𝑖 (𝜑𝑖
�̂�)]

𝑔𝑖(𝜑)𝑑𝜑
∞

𝜑𝑖
�̂�

]

1
1−𝜎

= (𝜅2
𝑘)

1
1−𝜎𝑃𝑖

�̂� = (𝜅2
𝑘)

1
1−𝜎𝑝𝑖

𝑘̅̅ ̅ [
𝑤𝑖/𝜑𝑖

�̂�

𝜅1
𝑘𝑝𝑖

∗𝑘̅̅ ̅̅ ]

𝛼𝑘𝜃

… … (A7) 

结合（A4）、（A6）、（A7）式，有 

𝑃𝑖
𝑘̅̅̅̅ =

(𝜅2
𝑘)

1
1−𝜎𝑝𝑖

𝑘̅̅ ̅

(𝜅1
𝑘𝑝𝑖

∗𝑘̅̅ ̅̅ )
𝛼𝑘𝜃

[
𝑋𝑖

𝑘/𝜅2
𝑘𝑡𝑎𝑟𝑖

𝑘

𝑀𝑖(𝑤𝑖/𝜑𝑖)𝛾
(

𝑌𝑘

𝑝𝑘
)

𝛽0

𝑒−𝛽′𝐹𝑖
𝑘
]

𝛼𝑘𝜃/(1+𝛾)

… … (A8) 

Feenstra 和 Romalis（2014）进一步证明（A8）式中(𝑋𝑖
𝑘/𝜅2

𝑘𝑡𝑎𝑟𝑖
𝑘)/[𝑀𝑖(𝑤𝑖/𝜑𝑖)

𝛾]满足以引

力方程的形式： 

𝑋𝑖
𝑘

𝑀𝑖(𝑤𝑖/𝜑𝑖)𝛾
= (𝑌𝑘)(1+𝛾) [𝜎𝜅2

𝑘𝑡𝑎𝑟𝑖
𝑘 (

𝑌𝑘

𝑝𝑘
)

𝛽0

𝑒𝛽′𝐹𝑖
𝑘

]

−𝛾

(
𝑃𝑖

𝑘̅̅̅̅

𝑃𝑘̅̅̅̅
)

−(𝜎−1)(1+𝛾)

… … (A9) 

A2. 双边贸易产品质量 

我们构造 i 国出口到 k 国的平均出口质量𝑧𝑖
𝑘̅̅ ̅其中𝑃𝑖

∗𝑘̅̅ ̅̅̅和𝑃𝑖
𝑘̅̅̅̅ 分别为质量调整后的 FOB 和

CIF 价格： 

ln(𝑧𝑖
𝑘̅̅ ̅) = ln(𝑝𝑖

∗𝑘̅̅ ̅̅ ) − ln(𝑃𝑖
∗𝑘̅̅ ̅̅̅) = ln(𝑝𝑖

𝑘̅̅ ̅) − ln(𝑃𝑖
𝑘̅̅̅̅ ) 

在给定进口国 k 的情况下，不同出口国 i 和 j 的平均出口质量之比满足： 

ln (
𝑧𝑖

𝑘̅̅ ̅

𝑧𝑗
𝑘̅̅ ̅) = ln (

𝑝𝑖
∗𝑘̅̅ ̅̅

𝑝𝑗
∗𝑘̅̅ ̅̅ ) − ln (

𝑃𝑖
∗𝑘̅̅ ̅̅̅

𝑃𝑗
∗𝑘̅̅ ̅̅̅) 

根据（8）和（9），ln(𝑧𝑖
𝑘̅̅ ̅) − ln(𝑧𝑗

𝑘̅̅ ̅)可进一步表述为（A10）： 

ln (
𝑧𝑖

𝑘̅̅ ̅

𝑧𝑗
𝑘̅̅ ̅) =

𝜅1
𝑘

(𝜎 − 1)
[(𝜎 − 1) ln (

𝑝𝑖
𝑘̅̅ ̅

𝑝𝑗
𝑘̅̅ ̅) + ln (

𝑝𝑖
∗𝑘̅̅ ̅̅

𝑝𝑗
∗𝑘̅̅ ̅̅ ) + 𝛽′(𝐹𝑖

𝑘 − 𝐹𝑗
𝑘) + 𝜎 ln (

𝑡𝑎𝑟𝑖
𝑘

𝑡𝑎𝑟𝑗
𝑘)] … … (A10) 

在给定进口国 k 的前提下，令全世界出口到 k 国的平均产品质量为𝑧𝑤𝑜𝑟𝑙𝑑
𝑘̅̅ ̅̅ ̅̅ ̅̅ ，则可得到 i

国出口到 k 国相对于平均水平的质量𝑄𝑒𝑖
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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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𝑄𝑒𝑖
𝑘̅̅ ̅̅ ̅) =

𝜅1
𝑘

(𝜎 − 1)
[(𝜎 − 1) ln(𝑝𝑖

𝑘̅̅ ̅) + ln(𝑝𝑖
∗𝑘̅̅ ̅̅ ) + 𝛽′𝐹𝑖

𝑘 + 𝜎 ln(𝑡𝑎𝑟𝑖
𝑘)] − ln (𝑧𝑤𝑜𝑟𝑙𝑑

𝑘̅̅ ̅̅ ̅̅ ̅̅ ) … … (A10′) 

同样地，在给定出口国 i 的情况下，不同进口国 k 和 l 的平均进口质量之比满足： 

ln (
𝑧𝑖

𝑘̅̅ ̅

𝑧𝑖
�̅�
) = ln (

𝑝𝑖
𝑘̅̅ ̅

𝑝𝑖
�̅�
) − ln (

𝑃𝑖
𝑘̅̅̅̅

𝑃𝑖
𝑙̅̅ ̅) 

根据（A8）和（A9），ln(𝑧𝑖
𝑘̅̅ ̅) − ln(𝑧𝑖

�̅�)可进一步表述为（A11）： 

ln (
𝑧𝑖

𝑘̅̅ ̅

𝑧𝑗
𝑘̅̅ ̅

) =
�̅�𝜃

(1 + 𝛾)
[(1 + 𝛾) ln (

𝜅1
𝑘𝑝𝑖

∗𝑘̅̅ ̅̅

𝜅1
𝑙 𝑝𝑖

∗𝑙̅̅ ̅̅
) − ln (

𝑋𝑖
𝑘/𝑡𝑎𝑟𝑖

𝑘

𝑋𝑖
𝑙/𝑡𝑎𝑟𝑖

𝑙 ) + 𝛽0ln (
𝑌𝑘/𝑝𝑘

𝑌𝑙/𝑝𝑙
) + 𝛽′(𝐹𝑖

𝑘 − 𝐹𝑖
𝑙)]

+ [
�̅�𝜃

(1 + 𝛾)
+

1

(𝜎 − 1)
]ln (

𝜅2
𝑘

𝜅2
𝑙 ) … … (A11) 

在给定出口国 i 的前提下，令 i 出口到全世界的平均产品质量为𝑧𝑖
𝑤𝑜𝑟𝑙𝑑̅̅ ̅̅ ̅̅ ̅̅ ，则可得到 k 国

从 i 国进口相对于平均水平的质量𝑄𝑖𝑖
𝑘̅̅ ̅̅ ̅： 

ln(𝑄𝑖𝑖
𝑘̅̅ ̅̅ ̅) =

�̅�𝜃

(1 + 𝛾)
[(1 + 𝛾) ln(𝜅1

𝑘𝑝𝑖
∗𝑘̅̅ ̅̅ ) − ln (

𝑋𝑖
𝑘

𝑡𝑎𝑟𝑖
𝑘) + 𝛽0 ln (

𝑌𝑘

𝑝𝑘
) + 𝛽′𝐹𝑖

𝑘] + [
�̅�𝜃

(1 + 𝛾)

+
1

(𝜎 − 1)
]ln (𝜅2

𝑘) − ln (𝑧𝑖
𝑤𝑜𝑟𝑙𝑑̅̅ ̅̅ ̅̅ ̅̅ ) … … (A11′) 

拓展到不同的产品 g，我们有双边贸易质量满足： 

ln(𝑄𝑒𝑖𝑔
𝑘̅̅ ̅̅ ̅̅ ) =

𝜅1𝑔
𝑘

(𝜎𝑔 − 1)
[(𝜎𝑔 − 1) ln(𝑝𝑖𝑔

𝑘̅̅ ̅̅ ) + ln(𝑝𝑖𝑔
∗𝑘̅̅ ̅̅ ) + 𝛽𝑔

′𝐹𝑖
𝑘 + 𝜎 ln(𝑡𝑎𝑟𝑖𝑔

𝑘 )]

− ln(𝑧𝑤𝑜𝑟𝑙𝑑,𝑔
𝑘̅̅ ̅̅ ̅̅ ̅̅ ̅̅ ) … … (A10′) 

ln(𝑄𝑖𝑖𝑔
𝑘̅̅ ̅̅ ̅̅ ) =

�̅�𝑔𝜃𝑔

(1 + 𝛾𝑔)
[(1 + 𝛾𝑔) ln(𝜅1𝑔

𝑘 𝑝𝑖𝑔
∗𝑘̅̅ ̅̅ ) − ln (

𝑋𝑖𝑔
𝑘

𝑡𝑎𝑟𝑖𝑔
𝑘 ) + 𝛽0𝑔 ln (

𝑌𝑘

𝑝𝑘
) + 𝛽𝑔

′𝐹𝑖
𝑘] + [

�̅�𝑔𝜃𝑔

(1 + 𝛾𝑔)

+
1

(𝜎𝑔 − 1)
]ln (𝜅2𝑔

𝑘 ) − ln (𝑧𝑖𝑔
𝑤𝑜𝑟𝑙𝑑̅̅ ̅̅ ̅̅ ̅̅ ) … … (A11′) 

A3. 国家-产品层面出口质量和进口质量 

以上我们计算出了双边贸易质量（A10’）和（A11’）。由（A10）和（A11），我们可进

一步计算在给定一种产品 g 内，不同出口国 i 和 j 出口到同一目的国 k 的平均 FOB 质量调

整后价格之比ln (
𝑃𝑖𝑔

∗𝑘̅̅ ̅̅ ̅

𝑃𝑗𝑔
∗𝑘̅̅ ̅̅ ̅)： 

ln (
𝑃𝑖𝑔

∗𝑘̅̅ ̅̅̅

𝑃𝑗𝑔
∗𝑘̅̅ ̅̅̅) = ln (

𝑝𝑖𝑔
∗𝑘̅̅ ̅̅

𝑝𝑗𝑔
∗𝑘̅̅ ̅̅ ) − ln (

𝑧𝑖𝑔
𝑘̅̅ ̅̅

𝑧𝑗𝑔
𝑘̅̅ ̅̅ ) … … (A12) 

同样可以得到在给定一种产品 g 内，不同给定的情况下，不同进口国 k 和 l 从同一出

口国 i 的平均 CIF 质量调整后价格之比ln (
𝑃𝑖𝑔

𝑘̅̅̅̅̅

𝑃𝑖𝑔
𝑙̅̅̅̅̅)： 

ln (
𝑃𝑖𝑔

𝑘̅̅ ̅̅

𝑃𝑖𝑔
𝑙̅̅ ̅̅ ) = ln (

𝑝𝑖𝑔
𝑘̅̅ ̅̅

𝑝𝑖𝑔
𝑙̅̅ ̅̅ ) − ln (

𝑧𝑖𝑔
𝑘̅̅ ̅̅

𝑧𝑖𝑔
𝑙̅̅ ̅̅ ) … … (A13) 

接下来我们需要对ln (
𝑃𝑖𝑔

∗𝑘̅̅ ̅̅ ̅

𝑃𝑗𝑔
∗𝑘̅̅ ̅̅ ̅)和ln (

𝑝𝑖𝑔
∗𝑘̅̅ ̅̅ ̅

𝑝𝑗𝑔
∗𝑘̅̅ ̅̅ ̅)、以及ln (

𝑃𝑖𝑔
𝑘̅̅̅̅̅

𝑃𝑖𝑔
𝑙̅̅̅̅̅)和ln (

𝑝𝑖𝑔
𝑘̅̅ ̅̅ ̅

𝑝𝑖𝑔
𝑙̅̅ ̅̅ ̅)进行加总，以得到国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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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层面的出口质量和进口质量。以出口质量为例，我们首先计算在产品类别 g 上，i 和 j 两

个国家的 Laspeyres 出口价格指数比𝑝𝑙𝑖𝑗𝑔
∗ 和 Paasche 出口价格指数比𝑝𝑎𝑖𝑗𝑔

∗ ： 

𝑝𝑙𝑖𝑗𝑔
∗ = ∑ 𝑠𝑗𝑔

∗𝑘 ∙ (
𝑝𝑖𝑔

∗𝑘̅̅ ̅̅

𝑝𝑗𝑔
∗𝑘̅̅ ̅̅

)

𝑘

 

𝑝𝑎𝑖𝑗𝑔
∗ = ∑ 𝑠𝑖𝑔

∗𝑘 ∙ (
𝑝𝑖𝑔

∗𝑘̅̅ ̅̅

𝑝𝑗𝑔
∗𝑘̅̅ ̅̅

)

𝑘

 

其中𝑠𝑗𝑔
∗𝑘 = 𝑋𝑗𝑔

𝑘 / ∑ 𝑋𝑗𝑔
𝑘

𝑘 为在产品类比 g 内，j 国出口到 k 国占 j 国全部出口 FOB 价值的

比例。将𝑝𝑖𝑔
∗𝑘̅̅ ̅̅ 和𝑝𝑗𝑔

∗𝑘̅̅ ̅̅ 替换为质量调整后价格𝑃𝑖𝑔
∗𝑘̅̅ ̅̅̅和𝑃𝑗𝑔

∗𝑘̅̅ ̅̅̅，可得到两国的 Laspeyres 质量调整后出

口价格指数比（记为𝑃𝐿𝑖𝑗𝑔
∗ ）和 Paasche 质量调整后出口价格指数比（记为𝑃𝐴𝑖𝑗𝑔

∗ ）。接下来

对两个价格指数比取几何平均，得到 Fisher 出口价格指数比𝑝𝑓𝑖𝑗𝑔
∗ ： 

𝑝𝑓𝑖𝑗𝑔
∗ = (𝑝𝑙𝑖𝑗𝑔

∗ ∙ 𝑝𝑎𝑖𝑗𝑔
∗ )

0.5
 

同理也可得到 Fisher 质量调整后出口价格指数比（记为𝑃𝐹𝑖𝑗𝑔
∗ ）。最后进行如（A14）式

GEKS 加总： 

𝑝𝑖𝑘𝑔
∗𝐺𝐸𝐾𝑆 = ∏ 𝑝𝑓𝑖𝑗𝑔

∗ ∙ 𝑝𝑓𝑗𝑘𝑔
∗

𝐶

𝑗=1

… … (A14) 

我们得到产品类别 g 上 i 国和 k 国之间的 GEKS 加总出口价格指数之比。同理可得两

国之间在产品类别 g 上的 GEKS 加总质量调整后出口价格指数之比𝑃𝑖𝑘𝑔
∗𝐺𝐸𝐾𝑆。取 k 国为美国

作为参照国，则由此可得 i 国在 SITC 第二版产品类别 g 上的出口质量指数𝑄𝑒𝑖𝑔
̅̅ ̅̅ ̅̅ ： 

ln(𝑄𝑒𝑖𝑔
̅̅ ̅̅ ̅̅ ) = ln(𝑝𝑖,𝑈𝑆,𝑔

∗𝐺𝐸𝐾𝑆) − ln(𝑃𝑖,𝑈𝑆,𝑔
∗𝐺𝐸𝐾𝑆) … … (A15) 

类似地，我们利用以上的方法，可以依次得到 GEKS 加总进口价格指数比𝑝𝑖𝑘𝑔
𝐺𝐸𝐾𝑆和

GEKS 加总质量调整后进口价格指数比𝑃𝑖𝑘𝑔
𝐺𝐸𝐾𝑆，以及 i 国在 SITC 第二版产品类别 g 上的进

口质量指数𝑄𝑖𝑖𝑔
̅̅ ̅̅ ̅̅ ： 

ln(𝑄𝑖𝑖𝑔
̅̅ ̅̅ ̅̅ ) = ln(𝑝𝑖,𝑈𝑆,𝑔

𝐺𝐸𝐾𝑆 ) − ln(𝑃𝑖,𝑈𝑆,𝑔
𝐺𝐸𝐾𝑆) … … (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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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Khandelwal、Schott 和 Wei（2013）的出口产品质量测算方法 

本附录介绍了如何运用 Khandelwal、Schott 和 Wei（2013）所提出的出口质量测算方法

测算出口国 i 出口到进口国 k 的产品 g 的质量。 

假设进口国 k 在产品 g 上的偏好满足以下（B1）的 CES 形式： 

𝑈𝑔
𝑘 = [∫ 𝑄𝑖𝑘𝑔

𝜂𝑔

𝜎𝑔

 

𝑖

∙ 𝑋𝑖𝑘𝑔

𝜎𝑔−1

𝜎𝑔 𝑑𝑖]

𝜎𝑔

𝜎𝑔−1

… … (B1)   

其中𝑈𝑔
𝑘为 k 国消费者消费产品类别 g 所得的效用，𝑋𝑖𝑘𝑔和𝑄𝑖𝑘𝑔分别为 k 国消费者所消费

的来自 i 国品种的数量和质量，𝜎𝑔为类别 g 内不同品种之间的替代弹性，𝜂𝑔则衡量了消费者

对质量的偏好程度。在预算约束（B2）下 

∫ 𝑝𝑖𝑘𝑔 ∙ 𝑄𝑖𝑘𝑔𝑑𝑖

 

𝑖

= 𝑌𝑘𝑔 … … (B2) 

可得 k 国消费者在产品类别 g 内对于来自 i 国品种的需求为（B3）： 

𝑋𝑖𝑘𝑔 = 𝑄
𝑖𝑗𝑔

𝜂𝑔 ∙ 𝑝
𝑖𝑗𝑔

−𝜎𝑔 ∙ 𝑃
𝑘𝑔

𝜎𝑔−1
∙ 𝑌𝑘𝑔 … … (B3) 

其中𝑃𝑘𝑔为 k 国产品类别 g 中所有品种的综合价格指数。将（B3）等式取对数，则有

（B4）： 

ln(𝑋𝑖𝑘𝑔) = 𝜂𝑔 ln(𝑄𝑖𝑘𝑔) − 𝜎𝑔 ln(𝑝𝑖𝑘𝑔) + (𝜎𝑔 − 1) ln(𝑃𝑘𝑔) + ln (𝑌𝑘𝑔) … … (B4) 

定义有效质量指数为𝜖𝑖𝑘𝑔 = 𝜂𝑔 ln(𝑄𝑖𝑘𝑔)，经过简单代数变换有 

ln(𝑋𝑖𝑘𝑔) + 𝜎𝑔 ln(𝑝𝑖𝑘𝑔) = 𝜇𝑘𝑔 + 𝜖𝑖𝑘𝑔 … … (B4′) 

    其中𝜇𝑘𝑔 = (𝜎𝑔 − 1) ln(𝑃𝑘𝑔) + ln (𝑌𝑘𝑔)。（B4’）的直观经济学含义为，给定两种品种的价

格相等，那么销售量更大的品种的质量应该更高。在实证应用中，在𝑋𝑖𝑘𝑔和𝑝𝑖𝑘𝑔可观测的情

况下，研究者多采用 Broda 和 Weinstein（2006）所估计的每种 SITC 产品的替代弹性𝜎𝑔代入

（B4’），并采用进口国固定效应和产品的固定效应代替𝜇𝑘𝑔，即变为 

ln(𝑋𝑖𝑘𝑔) + 𝜎𝑔 ln(𝑝𝑖𝑘𝑔) = 𝜇𝑘 + 𝜇𝑔 + 𝜖𝑖𝑘𝑔 … … (B4′′) 

    估计（B4’’）所得的回归残差𝜖𝑖𝑘�̂�即为 KSW 方法估计得到的有效质量指数，我们在正文

中表 5 的列 1 中使用这一指数以度量 i 国出口到 k 国产品 g 的质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B4’’）采用了进口国固定效应𝜇𝑘和产品固定效应𝜇𝑔消除不可观测的变量和参数，因此得到

的有效质量指数𝜖𝑖𝑘�̂�仅在同一进口国-产品类别内可比，而无法进行跨产品或跨进口目的国的

比较，这也是我们使用𝜖𝑖𝑘�̂�在给定进口国 k 和产品 g 情况下，探讨不同出口国 i 的司法质量

对于合约密集型产品相对出口质量的影响的考虑。 


